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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交易政策旨在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从减

污绩效、节能绩效、降碳绩效 3 个维度评价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水平,采用 2006—2020 年我国 282 个

城市的数据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产生了显著的减污、节能、降碳效应,有效推动了试点城市绿色低

碳转型;碳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在市场机

制层面,较高和较稳定的碳价格、较强的市场流动性、较重的违规惩罚有利于碳交易政策效应的发

挥;在宏观经济层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水平较低、数字金融水平较高地区碳交易政策的绿

色低碳转型效应更强;在地方政府层面,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市场干预程度的降低以及环境

规制的减弱会强化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应完善碳交易市场制度,建立碳价格稳定和

预警机制以及有效的监督和奖惩机制,并扩大碳市场规模、增强碳市场流动性;应加快经济发展、改
善产业结构、提高数字金融水平,在增强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同时把握好政府干预市场的度,
以更有效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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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

了严峻挑战,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必然。 尽管广义的绿色转型包含了低碳转型,但绿色转型通常强调减

少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消耗,而二氧化碳并不属于环境污染物。 因此,考虑到主要由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

化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威胁日趋严重,使用“绿色低碳转型”比“绿色转型”能更全面地反映人类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的积极努力。 从学界的研究来看,早期的文献大多分别对绿色转型和低碳转型

进行分析,近年来逐渐重视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探讨。 相关研究在对绿色低碳转型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

上,开始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影响绿色低碳转型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比如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

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朱悦
 

等,2022) [1]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王珊珊,2024) [2] 、政
府绿色基金投资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李雪琴

 

等,2025) [3]等。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驱动绿色低碳

转型需要有相应的环境规制。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将市场机制与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吕越
 

等,
2021) [4] ,设计和实施有效的碳减排政策是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措施之一(陈诗一

 

等,2022) [5] 。 作

为一种典型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制度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碳定价工具和

碳配额交易机制(梅林海
 

等,2023) [6] ,其通过经济激励引导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进而实现碳减排目标,
具有方式灵活、节省成本等优点,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手段。 我国从 2013 年开始进行碳交易试

点,全国碳交易市场于 2021 年正式上线。 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碳排放权和金融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通过碳交易市场形成有效价格信号,从而引导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碳减排

路径选择(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2023) [7] 。 碳交易政策不仅能够产生以碳减排为代表

的环境效应(林鹏昇
 

等,2024) [8] ,还能够带来促进技术创新(曹翔
 

等,2023) [9] 、增加经济福利(张跃军
 

等,2022) [10]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岳童
 

等,2024) [11] 、提升企业价值(林萍
 

等,2023) [12] 等多方面的经

济效应。 在环境效应方面,近期文献关注到了碳交易政策的双重效应,如减污降碳(王娇
 

等,2024) [13] 、
减排增效(崔学刚

 

等,2025) [14] 、节能降碳(何琨玟
 

等,2025) [15] 等。 也有研究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梁军
 

等,2023) [16] 、环境绩效(李荣华
 

等,2024) [17] 、碳绩效(王珮
 

等,2023) [18] 、绿色治理绩效(张娆
 

等,2022) [19]等指标来考察碳交易政策的环境效应。
碳交易是基于市场上的碳价格信号实现的,因而碳交易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碳交易的市场机制能

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吴茵茵
 

等,2021) [20] 。 同时,我国碳交易政策的实施采取了从试点探索

到经验推广的方式,各试点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了不同的市场交易制度。 基于此,碳交易的市场机制

成为相关研究讨论的重点之一。 从市场制度设计来看,碳配额的分配方式和核算方式是影响碳交易的

关键因素。 胡珺等(2023) [21]分析认为,碳配额分配和核算方式等对碳交易的减排激励效果具有重要影

响;曹翔和苏馨儿(2023) [9]研究发现,在免费配发配额、碳价格较高的地区,碳交易政策促进碳中和技术

创新的效应更强。 此外,各碳交易试点市场还制定了不同的碳价格稳定机制。 Mo 等(2023) [22] 研究表

明,具有明确价格走廊的碳价格稳定机制能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从市场运行状态来

看,流动性的不足使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下降,进而导致市场机制失效( Montero,1998) [23] 。 胡珺等

(2020) [23]研究发现,流动性较高的碳交易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明显。 当然,也有研究认

为碳交易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不足。 吴茵茵等(2021) [20] 、赵帅和何爱平(2023) [25] 研究发现,碳价格可能

处于失灵状态,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有限,需要通过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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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减排效应;苏涛永等(2022) [26]研究表明,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在碳交易政策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没

有发挥有效作用,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主要通过非市场机制实现。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碳交易政策的环境效应进行了较多研究,且大都提供了积极的经验证据,但

碳交易政策影响城市(地区)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一方面,对于城市绿色低

碳转型水平的评价方法有待改进。 在相关实证研究中,有的文献忽视了绿色低碳转型的多维性,采用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朱悦
 

等,2022) [1]等单指标来衡量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水平;有的文献虽然采用多指标

对绿色低碳转型进行了多维评价,但最终得到的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数(陈阳
 

等,2025) [27] ,仍然没有进一

步分析碳交易政策能否同时产生节能、增效、减污、降碳等多维效应。 另一方面,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

碳交易政策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作用,现有文献尚未进行系统探讨。 尽管有文献对碳交易的

市场机制进行了讨论,但系统性不足,同时鲜有文献考察外部环境对碳交易政策效应的影响。 有鉴于

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进行减污绩效、节能绩效、降碳绩效三维分解和评

价,进而分别检验碳交易政策的减污效应、节能效应、降碳效应,同时进一步分析碳交易市场机制和外部

环境对碳交易政策效应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从节能绩效、减污绩效、降碳绩效 3 个维度全面衡

量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水平,考察碳交易政策能否产生三维协同提升效应,为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的实证研

究提供了方法参考。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探讨了碳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并进一步考察了碳交易市场机制(碳价格及其稳定性、市场流动性、违
约处罚力度)、城市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数字金融水平)、地方政府能力和行为(经
济调控能力、市场干预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对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效应的调节作用,拓展和

深化了碳交易政策的环境效应研究和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如何更充分地发挥碳交

易政策的积极效应以及进一步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

碳排放具有负外部性,而行政干预存在局限性,“双碳”目标的实现既需要政府引导,也需要借助市

场化手段(林伯强,2022) [28] 。 碳交易制度在碳排放总量约束下赋予碳排放权商品属性,使得企业能够

通过碳交易优化资源配置。 控排企业根据自己分配到的有限碳排放配额和实际排放需求,在碳市场上

买卖碳配额,实现碳排放权的供需匹配(崔也光
 

等,2017) [29] 。 根据成本遵循假说,由于存在碳排放约

束,为降低碳排放量,企业会购买清洁生产装置或降低产量,这将给企业造成额外成本负担,同时还会挤

占企业资源,影响企业经济效益(Gray,1987) [30] 。 同时,根据波特假说,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

业进行技术创新,弥补环境规制造成的额外成本,并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 Porter
 

et
 

al. ,
1995) [31] 。 企业如何决策取决于对减碳成本和创新收益的权衡。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通常更

倾向于从长远考虑,制定长期的环境治理方案(张娆
 

等,2022) [19] ,通过改进生产方式、提高技术水平进

行环境治理。 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配额减少生产或者购买配额,但两者都有损企业效益;
也可以通过节能改造、创新减排等减少自己的配额需求,并可通过将多余的排放额度出售给需要的企业

来获取利润。 碳排放量小的企业可以出售自己的盈余配额,从而获得经济收益;还可以通过低碳技术创

新超额完成减排任务,从而拥有更多的盈余配额。 因此,通过交易碳排放权可以实现碳排放量在企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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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优分配以及碳减排成本的最小化,进而提升城市的整体降碳绩效(陈晓红
 

等,2012) [32] 。 污染物与

二氧化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同根同源同过程性,能源消耗则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以降碳为导向的

碳交易政策在实现碳减排的同时也能有效抑制污染排放、降低能源消耗,进而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碳交易政策能够产生减污节能降碳效应,有效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2. 碳交易政策影响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

(1)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Porter
 

et
 

al. ,1995) [31] 。 首先,碳交易政策实施后,企业买碳有成本、卖碳有收益。 在碳排放约束下,企业如果保

持现有的生产技术,要么缩小生产规模,要么承担更高的生产成本,都将有损企业的利润增长。 因此,企
业更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吸引高素质科技人才,致力于污染减排、节能生产、温室气体控制等绿色低碳

技术创新,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 其次,碳交易政策会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

力水平(He
 

et
 

al. ,2023) [33] ,或者倒逼企业通过改进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来实现清洁生产。 最后,碳交

易政策使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更加关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David
 

et
 

al. ,2023) [34] ,企业

为了获得更多外部资源,需要将更多资源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以提高其市场声誉和融资优势。 当然,技术

创新政策导向也可能促使企业进行较多的策略性创新活动,而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虽然具有成本低的

优势,但并不能真正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黎文靖
 

等,2016) [35] ,只有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才能有效促进绿

色低碳转型。 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将推动城市整体的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广泛应用于城市生产生

活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而产生城市层面的减污节能降碳效应。
(2)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路径。 碳交易政策通过市场化手段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碳价格信号,而碳价

格直接决定了企业使用化石能源和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 具有碳减排优势的企业可以从碳交易中获得

利润(宋德勇
 

等,2024) [36] ,而碳排放量大的企业要获得更多的碳配额需要花费相应的成本。 碳交易政

策将企业碳排放成本内部化,而化石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企业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会积极

调整能源使用结构,逐步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并增加清洁能源投入。 同时,碳交易政策还向企

业传递了重视绿色发展的信号(吴茵茵
 

等,2021) [20] ,激励其采取绿色生产方式,通过提高利用效率降低

对能源的消耗。 因此,碳交易政策能够通过成本驱动作用和信号传递作用促使企业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在降低能源消耗的同时实现碳减排。 此外,碳交易政策还能够推动城市清洁能源产

业的发展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许文立
 

等,2023) [37] ,在不降低城市总产值的情况下减少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总量,进而加速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2:碳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城市绿色低

碳转型。

3. 碳交易市场机制与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在碳交易试点中,各试点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设计了不同的市场交易制度,因而市场运行机制有所不

同。 碳价格是决定碳交易的关键因素,其直接反映了控排企业的减排成本或收益空间。 碳价格越高越

能倒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节能减排,因此,碳价格较高的碳交易市场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

效应较强。 除了碳价格的高低外,碳价格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企业的碳交易行为。 碳价格稳定机制能够

有效抑制碳价格的过度波动,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明确的价格信号,有利于碳交易政策效应

的发挥。 魏丽莉和任丽源(2021) [38]研究发现,政府维持碳价格稳定有利于强化碳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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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Mo 等(2023) [22]也认为,具有明确价格走廊的价格稳定机制提高了碳交易政策促

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有效性。 碳价格及其波动还会影响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 碳交易的主体主

要包括具有履约义务的控排企业、以投资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和个人等非履约主体,正是非履约主体的交

易行为盘活了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 当碳交易的市场流动性降低时,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节能减排进而

出售盈余碳配额获取收益的动机会减弱。 因此,碳交易市场流动性影响着企业的减排决策(胡珺
 

等,
2020) [21] ,流动性提高有助于增强碳交易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并产生更强的碳交易政策效应。 此外,
各试点地区对碳交易过程中的未履约行为制定了差异化的行政惩罚措施,而行政惩罚力度的大小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碳交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力,惩罚力度越大越能引起企业重视,政策效应也就越强。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3:从碳交易的市场机制来看,较高和较稳定的碳价格、较充足的市场流动性、

较严格的违约处罚措施有利于碳交易政策充分发挥其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

4. 碳交易外部环境与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其实施的环境有关。 政策实施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法律环

境、技术环境、人文环境等,这些环境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落实,并影响

着政策效应的发挥。 这里主要从宏观经济环境、政府能力和行为两个方面分析碳交易外部环境对碳交

易政策效应的影响。
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等都会对碳交易政策的绿

色低碳转型效应产生影响。 第一,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市场化水平较高,更容易实现碳交易市场的碳

价格发现功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拥有较多的技术创新资源和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公众的环保意识也

较强,实施碳交易政策会产生较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能源效率提升效应。 因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会强化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第二,不同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和能源消耗强度具

有显著差异,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难度也不同。 从单位产值的污染物和碳排放以及能源消耗来看,工业

通常高于其他产业,而且工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也较强,绿色低碳转型的成本较高。 因此,当
城市的产业结构中工业的占比较高(即工业化水平较高)时,整体上的绿色低碳转型较为缓慢,对环保政

策的有效响应也较为迟缓,导致碳交易政策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较弱。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利用

数字技术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Ding
 

et
 

al. ,2023) [39] ,能够有效缓解经济主体在绿色低碳转型

过程中的融资约束。 因此,城市数字金融水平的提升为企业积极响应碳交易政策提供了更有效更便利

的金融服务,有利于加快实现碳交易政策的减排目标,从而强化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Zhou
和 Qi(2024) [40]的研究也证明,碳交易政策的碳锁定降低效应在数字金融水平较高的城市更显著。

从政府能力和行为来看,地方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能力、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以及环境规制强度等都

会影响碳交易的政策效应发挥。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主要取决于其财力,而财力与财政分权相关。
一般情况下,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权越大,对本地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越

强,也就能够为各种政策实施提供更多的配套支持和经济保障。 因此,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有

助于碳交易政策效应的发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多政策实施的效果就越好。
碳交易政策本身就是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配置,过度的政府干预将影响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
阻碍碳交易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最终反而会弱化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此外,城市的绿色

低碳转型与环境规制密切相关。 面对地区环境保护责任压力,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通常会增强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环保监管力度,以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但是,过强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面临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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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标准,承受较大的转型压力和高昂的合规成本,这也可能减弱碳交易的政策效应。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4:从碳交易的外部环境来看,当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水平较低、数

字金融水平较高时,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更强;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提高、市场干预程

度的降低会强化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环境规制强度也可能对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

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

本文将碳排放权交易在多个地区分批开展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分

析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 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GLCTit =β0 +β1CMarketit+β2Conit+λ i+μt+εit

其中,下标 i、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GLCTit)“绿色低碳转型”为 i 城市 t 年的绿色低碳

转型水平(包括“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3 个具体指标),核心解释变量(CMarketit) “碳交易

试点”为 i 城市 t 年是否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政策虚拟变量(试点城市开始碳排放权交易当年及以

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Con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λ i 为城市固定效应,μ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1)“减污绩效”“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的测算方法。 对城市减污绩效的测度参考戴翔和杨双至

(2022) [41] 、钱娟和李新春(2023) [42]的研究,基于工业三废(二氧化硫、废水、烟粉尘)排放量分别计算各

城市各污染物单位排放量的经济产出(GDP 与污染物排放量之比),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污染物

排放绩效,计算各城市各年度 3 种污染物排放绩效的平均值,即为“减污绩效”变量。 “节能绩效”用国内

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耗总量之比的自然对数值衡量,其中能源消耗总量根据全社会用电量、人工煤气和天

然气供气总量、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计算(电折标准煤系数为 1. 229 吨标准煤 / 万千瓦时,天然气折标准

煤系数为 13. 3 吨标准煤 / 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折标准煤系数为 1. 7143 吨标准煤 / 吨)。 “降碳绩效”用

国内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之比的自然对数值衡量,其中碳排放量的计算采用丛建辉等(2014) [43] 的

方法。
(2)控制变量的选取。 借鉴吴茵茵等(2021) [20] 、许文立和孙磊(2023) [37] 的研究,选取以下城市层

面的控制变量: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二是“人口密度”,用单位

面积人口数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三是“金融发展水平”,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 GDP 之比衡量;四是

“交通基础设施”,用道路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衡量;五是“绿化水平”,用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自然

对数值衡量。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考虑到碳交易试点始于 2013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开市,本文研究期间设定为

2006—2020 年;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城市,最终得到 282 个样

本城市。 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

法补全;碳交易试点信息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碳交易市场运行机制

数据主要来自各碳交易试点市场网站。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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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减污绩效 4
 

230 0. 019 0. 035 0. 001 0. 832

节能绩效 4
 

230 2. 624 0. 768 -1. 429
 

5. 138

降碳绩效 4
 

230 -0. 447 0. 921 -3. 076 2. 458

解释变量 碳交易试点 4
 

230 0. 078 0. 267 0. 000 1. 00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4
 

230 10. 451 0. 723
 

4. 595 13. 056

人口密度 4
 

230 5. 743 0. 968 1. 548 9. 091

金融发展水平 4
 

230 0. 925 0. 591 0. 075 9. 622

交通基础设施 4
 

230 0. 254 0. 560 0. 001 6. 451

绿化水平 4
 

230 2. 241 1. 069 -7. 356 8. 579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基准回归

应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的

变化趋势应一致。 本文参考 Jacobson 等(1993) [44] 和
 

McGavock(2021) [45] 的研究,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见图 1。 在碳交易试点之前,处理组样本和控制组样本的“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进一步从动态效应来看,在试点后,处理组样本的

“减污绩效”和“节能绩效”逐渐显著高于控制组样本,“降碳绩效”也在一段时期内显著高于控制组样

本,表明碳交易试点的政策效应明显。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2。 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碳交易试点”对“减污绩效”“节能绩效”“降碳

绩效”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碳交易试点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减污节能降碳绩效,即碳交易政

策的实施显著推动了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假说 H1 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碳交易试点
0. 013∗∗∗ 0. 011∗∗∗ 0. 130∗∗∗ 0. 061∗∗ 0. 100∗∗∗ 0. 040∗∗∗

(0. 002) (0. 002) (0. 028) (0. 030) (0. 011) (0. 012)

经济发展水平
0. 018∗∗∗ 0. 200∗∗∗ 0. 631∗∗∗

(0. 003) (0. 047) (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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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　 量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人口密度
0. 014∗∗∗ 0. 053 0. 069∗∗∗

(0. 003) (0. 042) (0. 022)

金融发展水平
0. 000 -0. 030 -0. 051∗∗∗

(0. 001) (0. 035) (0. 019)

交通基础设施
0. 010∗∗ 0. 395∗∗∗ 0. 061∗∗

(0. 004) (0. 103) (0. 024)

绿化水平
-0. 001 -0. 041∗∗ -0. 007∗∗

(0. 001) (0. 017) (0. 003)

常数项
0. 018∗∗∗ -0. 250∗∗∗ 2. 614∗∗∗ 0. 250 -0. 455∗∗∗ -7. 400∗∗∗

(0. 000) (0. 042) (0. 006) (0. 560) (0. 003) (1. 221)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R2 0. 625 0. 637 0. 770 0. 778 0. 967 0. 981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

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 参考 Hering 和 Poncet(2014) [46] 的研究,选取空气流通系数作为“碳交易试

点”的工具变量。 空气流通系数会影响城市的碳排放浓度,进而影响碳交易试点城市的选取,满足工具

变量的相关性要求;空气流通系数取决于地理位置、气候等自然条件,对绿色低碳转型基本没有影响,满
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

“碳交易试点”显著负相关(估计系数为-0. 253,在 1%的水平上显著),Wald
 

F 统计值为 26. 06(远大于

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的回归见表 3 的 Panel
 

A,工具变量拟合的“碳交易试点”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后,碳交易政策推动了试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结论依然成立。
(2)PSM-DID 估计。 由于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人文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可能产生样本选择偏误。 为缓解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余泳泽和潘妍(2019) [47] 的

研究,以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为匹配变量,分别采用核匹配和四近邻匹配方法为处理组样本匹配控制

组样本。 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匹配变量标准化偏差均小于 10%,且 t 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表明匹配

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匹配变量上已无明显差异,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模型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3 的 Panel

 

B,“碳交易试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后基准模

型的分析结论依然成立。
(3)安慰剂检验。 参考史丹和李少林(2020) [48] 、范丹等(2022) [49] 的研究,本文进一步通过安慰剂

检验来排除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 随机抽取与原处理组相同数量的样本作为处理组,并随机为处理组

样本设定试点时间,构造伪政策虚拟变量,采用伪政策变量进行模型检验,重复 500 次。 图 2 展示了 500
个伪政策变量回归系数的 p 值和概率密度分布。 可以看出,随机试验的回归系数在 0 值附近呈正态分

布,p 值大部分远离零值,仅有少数落在 5%的显著性水平内,而基准回归的系数显著异于随机试验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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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表明试点城市的减污节能降碳绩效提升是碳交易试点产生的政策效应,并非由其他随机因素

导致。

表 3　 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　 量

Panel
 

A:工具变量法(2SLS) Panel
 

B:PSM-DID 估计

第二阶段 核匹配 四近邻匹配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碳交易试点
0. 065∗∗∗ 0. 710∗ 0. 525∗∗∗ 0. 008∗∗∗ 0. 062∗ 0. 038∗∗∗ 0. 007∗ 0. 105∗∗ 0. 048∗∗∗

(0. 025) (0. 408) (0. 166) (0. 002) (0. 032) (0. 011) (0. 003) (0. 050) (0. 016)

样本量 4
 

230 4
 

230 4
 

230 4
 

162 4
 

162 4
 

162 1
 

197 1
 

197 1
 

197

R2 0. 632 0. 777 0. 982 0. 781 0. 763 0. 986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a)减污绩效 (b)节能绩效 (c)降碳绩效

　 　 注:水平虚线表示显著水平为 5%,纵向虚线的横坐标为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4)控制同时期其他政策干扰。 在碳交易试点的同时,还有其他的试点政策可能影响城市的绿色低

碳转型,如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而且不同的试点在试点城市选取上存在一定的重合,这可能

会对本文的分析结果产生干扰。 参照 Zhou 和 Qi(2024) [40]的做法,本文构建“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

市试点”两个政策虚拟变量,分别将其纳入基准模型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A。 “碳交

易试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同时期类似政策的冲击后,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转

型的推动效应依然显著。
(5)消除试点时间不同的影响。 8 个试点地区的碳交易启动时间不一致,启动较晚的地区可能学习

借鉴前期试点地区的经验,这也可能对模型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对此,本文参考苏涛永等(2022) [26] 的

方法,删除 2013 年之后启动碳交易试点的地区(重庆、湖北、福建)样本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回归结果见

表 4 的 Panel
 

B。 “碳交易试点”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6)调整样本。 第一,考虑到北京、上海、深圳的经济实力雄厚,在发展基础和潜力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比其他地区更易获得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还执行了较严格的节能减排标准,剔除这 3 个城市的样

本后重新进行检验。 第二,考虑到重庆是西部唯一的试点地区,也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将其样本剔

除后重新进行检验。 第三,考虑到福建是最晚启动碳交易的试点地区,将其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C,“碳交易试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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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控制同时期其他政策干扰 Panel
 

B:消除试点时间不同的影响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碳交易试点
0. 011∗∗∗ 0. 066∗∗ 0. 042∗∗∗ 0. 010∗∗∗ 0. 042∗ 0. 037∗∗∗ 0. 017∗∗∗ 0. 113∗∗∗ 0. 026∗

(0. 002) (0. 030) (0. 012) (0. 002) (0. 024) (0. 012) (0. 003) (0. 035) (0. 014)

智慧城市试点
0. 001 0. 055∗∗ 0. 014

(0. 001) (0. 023) (0. 009)

低碳城市试点
0. 001 0. 072∗∗∗ 0. 015

(0. 002) (0. 024) (0. 009)
样本量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3
 

900 3
 

900 3
 

900
R2 0. 637 0. 779 0. 981 0. 637 0. 779 0. 981 0. 639 0. 774 0. 980

变　 量

Panel
 

C:调整样本

剔除北京、上海、深圳样本 剔除重庆样本 剔除福建样本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碳交易试点
0. 004∗∗∗ 0. 080∗∗∗ 0. 038∗∗∗ 0. 011∗∗∗ 0. 052∗ 0. 039∗∗∗ 0. 015∗∗∗ 0. 092∗∗∗ 0. 034∗∗∗

(0. 002) (0. 029) (0. 013) (0. 002) (0. 030) (0. 011) (0. 003) (0. 032) (0. 011)
样本量 4

 

185 4
 

185 4
 

185 4
 

215 4
 

215 4
 

215 4
 

095 4
 

095 4
 

095
R2 0. 633 0. 777 0. 981 0. 636 0. 779 0. 981 0. 640 0. 778 0. 981

(7)替换被解释变量。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PM2. 5 浓度”和“二氧化硫减排绩效”(用 GDP 与二氧

化硫排放量之比衡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碳交易试点”对“PM2. 5 浓度”的估计系数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 0. 074),对“二氧化硫减排绩效”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0. 222),表明进行碳交易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 PM2. 5 浓度,并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二氧化硫

减排绩效,再次验证了本文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3. 机制检验

为检验碳交易政策能否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效应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

型,本文参考李金昌等(2023)的做法[50] ,先分析碳交易政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再分析中介变量对城市

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选取以下中介变量:一是“绿色发明专利”,采用城市人均绿

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对数化处理)衡量,用以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二是“能源消耗强度”,采用

能源消耗总量与 GDP 之比衡量,其值越大则能源利用效率越低,用以检验能源利用效率的中介作用。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路径来看(见表 5 的 Panel
 

A):“碳交易试点”对“绿色发明专利”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碳交易试点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即碳交易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显

著;“绿色发明专利”对“减污绩效”“节能绩效”“降碳绩效”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路径来看(见表 5 的 Panel
 

B):“碳交

易试点”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碳交易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能源消耗强

度,即碳交易政策的能源效率效应显著;“能源消耗强度”对“减污绩效”和“降碳绩效”①的回归系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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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能源消耗强度”与“节能绩效”的经济含义类似,具有很强的共线性,本文只分析其对“减污绩效”和“降碳绩

效”的影响。 实际上,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可视为对节能绩效的改善效应,该分析也可理解为碳交易政策通过节能

效应产生减污效应和降碳效应,从而推动城市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体现了绿色低碳转型 3 个维度之间的协同性。
 



为负,表明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上述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

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来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假说 H2 得到验证。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Panel
 

B: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路径

绿色发明专利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能源消耗强度 减污绩效 降碳绩效

碳交易试点
0. 275∗∗∗ -0. 061∗∗

(0. 046) (0. 030)

绿色发明专利
0. 003∗∗∗ 0. 029∗∗ 0. 014∗∗∗

(0. 001) (0. 012) (0. 004)

能源消耗强度
-0. 006∗∗∗ -0. 041∗∗∗

(0. 001) (0. 007)

样本量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R2 0. 891 0. 635 0. 779 0. 981 0. 778 0. 638 0. 981

五、进一步分析:市场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影响

1. 市场机制与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1)碳价格高低的影响。 根据《2021 年中国市场年报》中公布的碳交易试点市场开市至全国碳交易

市场开市期间的碳交易成交均价,将 8 个碳交易试点市场划分为“低碳价” (深圳、福建)、“中碳价” (天

津、重庆、湖北、广东)、“高碳价”(上海、北京)三组,分组检验的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A。
(2)碳价格稳定性的影响。 依据碳价格稳定机制将 8 个碳交易试点市场划分为“政府不干预碳价”

(重庆、福建)和“政府干预碳价” (上海、天津、深圳、广东、北京、湖北,包括政府干预但是价格区间不明

确和具有明确的价格区间两种情形)两组,分组检验的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B。
(3)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参照胡珺等(2023) [21] 的做法,根据非履约主体的配额交易数据将 8 个碳

交易试点市场划分为“流动性强”(湖北、广东、深圳、北京)和“流动性弱”(上海、天津、重庆、福建)两组,
分组检验的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C。
(4)行政惩罚力度的影响。 参照吴茵茵等(2021) [20] 和 Liu 等(2021) [51] 的研究,根据各试点地区碳

交易管理办法,将 8 个碳交易试点市场划分为“惩罚力度大” (北京、深圳、上海、重庆、湖北)和“惩罚力

度小”(广东、福建、天津)两组,分组检验的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D。

表 6　 碳价格的异质性影响

Panel
 

A:碳价格高低的异质性

变　 量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高碳价 中碳价 低碳价 高碳价 中碳价 低碳价 高碳价 中碳价 低碳价

碳交易试点
0. 102∗∗∗ 0. 007∗∗∗ 0. 003 0. 514∗∗∗ 0. 065∗∗ -0. 144∗∗ 0. 084∗∗ 0. 031∗∗∗ 0. 050∗

(0. 025) (0. 002) (0. 005) (0. 191) (0. 032) (0. 071) (0. 039) (0. 012) (0. 030)

R2 0. 649 0. 634 0. 640 0. 787 0. 780 0. 785 0. 980 0. 981 0. 980

样本量 3
 

570 4
 

050 3
 

690 3
 

570 4
 

050 3
 

690 3
 

570 4
 

050 3
 

690

系数差异 P 值 0. 000 0. 487 0. 016 0. 004 0. 009 0.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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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Panel
 

B:碳价格稳定性的异质性

变　 量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政府不干预 政府干预 政府不干预 政府干预 政府不干预 政府干预

碳交易试点
-0. 008∗∗∗ 0. 015∗∗∗ -0. 087 0. 082∗∗ 0. 063∗∗ 0. 032∗∗∗

(0. 002) (0. 003) (0. 064) (0. 032) (0. 029) (0. 011)

R2 0. 635 0. 640 0. 786 0. 778 0. 981 0. 981

样本量 3
 

690 4
 

080 3
 

690 4
 

080 3
 

690 4
 

080

系数差异 P 值 0. 000 0. 011 0. 240

Panel
 

C:市场流动性的异质性

变　 量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流动性强 流动性弱 流动性强 流动性弱 流动性强 流动性弱

碳交易试点
0. 015∗∗∗ -0. 003 0. 056∗ 0. 025 0. 030∗∗ 0. 065∗∗∗

(0. 003) (0. 002) (0. 033) (0. 067) (0. 012) (0. 021)

R2 0. 638 0. 635 0. 779 0. 784 0. 981 0. 981

样本量 4
 

050 3
 

720 4
 

050 3
 

720 4
 

050 3
 

720

系数差异 P 值 0. 000 0. 052
 

0. 553

Panel
 

D:违规惩罚力度的异质性

变　 量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惩罚力度大 惩罚力度小 惩罚力度大 惩罚力度小 惩罚力度大 惩罚力度小

碳交易试点
0. 028∗∗∗ 0. 003∗ 0. 122∗∗ 0. 022 0. 060∗∗ 0. 054∗∗∗

(0. 006) (0. 002) (0. 049) (0. 035) (0. 025) (0. 014)

R2 0. 619 0. 612 0. 756 0. 755 0. 979 0. 979

样本量 3
 

750 3
 

960 3
 

750 3
 

960 3
 

750 3
 

960

系数差异 P 值 0. 000 0. 002
 

0. 087

　 　 注:系数差异 P 值为似无相关检验的结果。

根据表 6 的回归结果,总体上看,当碳交易市场的碳价格较高、碳价格较稳定、流动性较强、违约惩

罚力度较大时,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更显著。 由此,假说 H3 得到验证。

2. 外部环境与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1)宏观经济层面变量的调节作用。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构建以下 3 个虚拟调节变量:一是“城市经

济水平”,若城市的人均 GDP 高于中位数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二是“工业化水平”,用工业产值与

GDP 之比衡量城市工业化水平,若城市的工业化水平高于中位数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三是“数字金

融水平”,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由于数据从 2011 年开始,将样本

期缩短为 2011—2020 年),若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位数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在基准模型

中分别加入上述 3 个虚拟调节变量与“碳交易试点”的交互项,检验结果见表 7。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程度较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碳交易政策推动城

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效果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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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宏观经济层面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工业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效应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碳交易试点
0. 008∗∗ -0. 146∗∗∗ 0. 022∗ 0. 018∗∗∗ 0. 114∗∗∗ 0. 065∗∗∗ -0. 004 -0. 081∗ -0. 027

(0. 003) (0. 052) (0. 013) (0. 004) (0. 039) (0. 012) (0. 004) (0. 048) (0. 023)

碳交易试点×

城市经济水平

0. 005 0. 302∗∗∗ 0. 033∗

(0. 004) (0. 059) (0. 017)

碳交易试点×

工业化水平

-0. 014∗∗∗ -0. 030 -0. 037∗∗

(0. 004) (0. 049) (0. 018)

碳交易试点×

数字金融水平

0. 011∗∗∗ 0. 174∗∗∗ 0. 069∗∗∗

(0. 004) (0. 044) (0. 025)

样本量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2
 

820 2
 

820 2
 

820

R2 0. 637 0. 782 0. 981 0. 639 0. 781 0. 981 0. 712 0. 785 0. 984

(2)政府层面变量的调节作用。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构建以下 3 个调节变量:一是“财政分权”,用财

政预算内收入与支出之比来衡量(赵涛
 

等,2020) [52] ,反映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二是“政府干预”,

用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吴浩波
 

等,2024) [53] ;三是“环境规制”,用城

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衡量(魏丽莉
 

等,2022) [54] 。 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加入上述 3 个调节变量

与“碳交易试点”的交互项,检验结果见表 8。 可以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强化了碳交易政策的绿色

低碳转型效应(主要体现在节能绩效和降碳绩效维度),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弱化了碳交易政策的绿色

低碳转型效应(主要体现在减污绩效和节能绩效维度),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弱化了碳交易政策的绿色

低碳转型效应(主要体现在节能绩效和减污绩效维度)。 综合来看,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提升和市

场干预程度的降低会强化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而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会在一

定程度上弱化碳交易政策的绿色低碳转型效应。
综合上述分析,假说 H4 得到验证。

表 8　 政府层面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财政分权 政府干预 环境规制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减污绩效 节能绩效 降碳绩效

碳交易试点
0. 016∗∗∗ 0. 355∗∗∗ 0. 081∗∗∗ -0. 003 0. 312∗∗∗ 0. 064∗∗ 0. 045∗∗∗ 0. 287∗∗∗ 0. 031

(0. 005) (0. 048) (0. 022) (0. 005) (0. 067) (0. 032) (0. 014) (0. 087) (0. 038)

碳交易试点×

财政分权

0. 005 0. 326∗∗∗ 0. 041∗

(0. 006) (0. 053) (0. 024)

碳交易试点×

政府干预

-0. 001∗∗∗ -0. 013∗∗∗ -0. 001

(0. 000) (0. 004) (0. 001)

碳交易试点×

环境规制

-0. 000∗∗∗ -0. 002∗∗ 0. 000

(0. 000) (0. 001) (0. 000)

样本量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R2 0. 636 0. 777 0. 981 0. 637 0. 776 0. 981 0. 638 0. 776 0.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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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 2006—2020 年我国 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减污绩效、节能绩效、降碳绩效 3 个维

度评价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水平,以碳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多

维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有效推动了试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且对减污绩效、节能绩效、降碳

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

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针对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当碳价格较高、设立碳价格稳定机制、碳
市场流动性较强、违约惩罚力度较大时,碳交易政策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更显著;针对碳交易外

部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水平较低、数字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碳交易

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市场干预程度的降低以及环

境规制强度的减弱会强化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推进碳交易市场健康发展和加快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以下启示:第一,积极

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并不断完善碳交易市场制度。 应设定合理的碳排放配额和拍卖机制,适当提

高碳交易价格,并建立碳价格稳定机制和预警机制,防止碳价格波动过大;应扩大碳交易的地区和行业

覆盖范围,增加碳交易品种,激励更多经济主体积极参与碳交易,提高碳交易市场规模和流动性;还应建

立有效的碳交易市场监督和奖惩机制,以更有效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第二,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

政府”合力,增强碳交易市场建设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 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复杂工程,
需要多主体共同参与、多政策协调联动。 一方面,既要增强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又要把握好政府

干预市场的度。 适度的政府干预是市场有效运行的保障,但政府干预不是越多越好,如环境规制的强度

要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相适应。 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发展,改善产业结构,
提高数字金融水平及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功效,为碳交易等环保政策更有效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大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加大

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加快绿色技术转化应用,尤其应重视和推动可能会带来重

大技术进步的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 要从源头上强化全社会对资源能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促进清洁

低碳能源发展,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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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chieving
 

the
 

“ dual
 

carbon ”
 

goals
 

and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re
 

crucial.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u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a
 

robust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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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urgent,
 

with
 

carbon
 

trading
 

policies
 

being
 

an
 

important
 

tool.
 

At
 

present,
 

research
 

on
 

whether
 

and
 

how
 

carbon
 

trading
 

policies,
 

oriented
 

towards
 

carbon
 

reduction,
 

can
 

more
 

effectively
 

achiev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s
 

still
 

relatively
 

scarce.
Based

 

on
 

data
 

from
 

280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explore
 

whether
 

and
 

how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can
 

effectively
 

drive
 

green
 

and
 

low
 

carbo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performan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pollut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and
 

carb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and
 

effectively
 

drives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2)
 

Mechanism
 

analysis
 

finds
 

that
 

carbon
 

trading
 

policy
 

promotes
 

urban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by
 

encourag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se.
 

(3)
 

Based
 

on
 

the
 

design
 

of
 

the
 

carbon
 

market
 

system,
 

the
 

higher
 

the
 

carbon
 

trading
 

price,
 

the
 

stronger
 

the
 

carbon
 

price
 

stabilization
 

mechanism,
 

the
 

higher
 

the
 

market
 

liquidity,
 

and
 

the
 

stronger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the
 

more
 

obviou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arbon
 

trading
 

policy
 

on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4)
 

Based
 

o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motes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effects
 

of
 

carbon
 

trading
 

policy,
 

while
 

regions
 

with
 

high
 

intensit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eaken
 

the
 

driving
 

effect
 

of
 

carbon
 

trading
 

polic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high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and
 

low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re
 

all
 

conducive
 

to
 

the
 

policy
 

effect.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optimized
 

design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carbon
 

marke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s
 

and
 

outpu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ssessment
 

index
 

tha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xplores
 

whether
 

and
 

how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can
 

achieve
 

synergistic
 

improvement
 

of
 

energy-saving
 

performance,
 

pollution-reduction
 

performance,
 

and
 

carbon-reduction
 

performance
 

more
 

effectively.
 

(2)
 

It
 

analyzes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
 

of
 

carbon
 

trading
 

policy
 

to
 

driv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urce
 

reduction
 

effect
 

and
 

innovation
 

effect.
 

The
 

empirical
 

tests
 

find
 

that
 

carbon
 

trading
 

policy
 

helps
 

urban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by
 

promoting
 

substantive
 

innovation
 

and
 

reducing
 

energy
 

intensity.
 

(3)
 

It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l
 

system
 

design
 

and
 

external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carbon
 

market,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clarify
 

how
 

the
 

carbon
 

trading
 

policy
 

can
 

drive
 

the
 

urban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more
 

effectively.
This

 

study
 

deepens
 

the
 

research
 

on
 

carbon
 

trading
 

to
 

some
 

extent,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carbon
 

market
 

and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aims
 

to
 

explore
 

effective
 

pathways
 

for
 

promoting
 

urban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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